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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ll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tak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discussed the distinctive developed way of basic research.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e putted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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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在基础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国家层面的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着科学发展的方向。世界各国政府为调整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都在力图提高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宏观决策与科学管理的能力。例如美国除了原有的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以及总统科学顾问之外，2012年又成立了一个“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印度设立了“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等等[1,2]，都体现了其政府对科学与技术政策形成过程的日益重视和主导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既支持科学家面向国家需求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同时又努力创造良好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尊重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

1 美国：推动基础研究面向国家战略，保持科学技术的全面领先 
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得益于其对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和人才的培养。近半个世纪来，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Ｒ＆D投入比例提高明显，2013年达到18%，其中近 50%来源于联邦政府[3]。美国政府在国家战略目标相关的各大学科领域全面进行投入，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不断调整其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

1.1 基础研究投入机制：点面结合
美国科技政策相关机构主要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行政管理与预算局3个部门，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时常常采取跨部门的形式，如“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横跨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能源部( DOE )、航天航空局( NASA) 、国防部( DOD)等11个部门。美国政府注重基础研究，特别是高风险性基础研究发展中“点面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全面进行各个学科的支持，保持各个学科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科学发展形势，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部署重点的科技计划，如上世纪90 年代，面对信息科技革命的到来，美国制定了“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等科技计划[4]；近年来美国政府意识到生命科学发展的巨大潜力，先后出台“脑科学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
1.2 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政府为主企业增长
2013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805亿美元，占R&D总经费的18%，比2011年增加了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最主要资助来源，近几十年来政府占到基础研究投入的50-60%，2013年调整为47%。相比之下，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持续增加，2013年上升到26%的新高。大学、非盈利机构和非联邦机构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保持在20%左右，近年来对大学的投入明显增长 [3]。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来自于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NSF、DOE、NASA、DOD、农业部（USDA）这6个部门，占到政府预算的95%（表1）。

表1：2013年美国6大联邦政府机构基础研究经费和R&D经费情况[3]
单位：百万美元

	部门（机构）
	基础研究经费
	R&D经费
	基础研究比例%

	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
	15,288.3
	29,382.5
	52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4,361.5
	4,955.9
	88

	能源部（DOE）
	3,851.1
	9,841.0
	39.1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2,824.2
	10,368.1
	27.2

	国防部（DOD）
	1,862.8
	63,557.7 
	2.93

	农业部（USDA）
	844.2
	2,020.6
	41.8


1.3  资助模式：稳定与竞争性相结合
（1）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
大学一直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近年来承担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一直维持在50%左右，2013年承担到总经费的51%；企业等机构承担基础研究经费比例近年来在20%左右上下，2013年达到24%；国立科研机构承担经费稳步上升，2013年达到12%；其他非盈利组织比例大约在10%左右[3]。

（2）国家实验室稳定支持模式

美国国家实验室属于联邦政府稳定支持的机构，定位具有明确的国家目标，体现国家意志，帮助政府完成那些长期、复杂、艰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研发经费以国家财政稳定支持为主，少部分经费是其他政府机构的项目经费、私人部门委托的研究计划经费，以及私人机构的捐赠等。目前，能源部17个国家实验室每年获得125亿余美元的公共资助，在清洁能源、物理学和先进材料领域等一系列国家重点领域开展研究。如能源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有员工800多名，2016年的政府预算经费约为4.4亿美元。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在核物理、高能物理、纳米技术等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现有员工3000多名，2016年政府预算经费约为4.6亿美元。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在计算机、电池技术和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多项开创性成果，成为美国基础和应用研发创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政府预算经费约为6.9亿美元[5,6]。

总体上看，美国是世界基础研究最强的国家，近年来试图继续保持其科学技术的全面领先。美国政府根据国家需求和科学的发展及时调整科技政策和投入机制。政府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支持者，通过政府的投入吸引社会各方面的基础研究投入，并通过稳定性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国家实验室等国家级研究机构开展研究。
2 日本：从“技术立国”到科学技术并重
20世纪70年代，日本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技术强国，并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针对探索自然规律与技术一般原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不能适应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需求问题，日本近年来及时采取了多项措施调整科技战略与政策体系。

2.1 决策管理机构：根据发展调整

日本研究的管理机构根据科学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2001年，科技厅与文部省合并为文部科学省，主管教科文卫体。2010年，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成为日本科技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担负全面振兴科学技术、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使命。2012年，日本又成立了科学技术创新战略本部，该机构比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权限更大，享有政策制定、预算分配、综合调整等法律权限。在此基础上，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提出以目标导向改革现有体制，新建“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培养”部门，提出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措施及建议。

2.2 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随时代变化

日本认为要提高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开拓新领域，开展划时代的研究，创造发展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技术。2010年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的方针与政策》报告，指出基础研究可创造出重大科技成果、可产生持续性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建议政府围绕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建成研究和教育中心等进行改革。2014年，日本发表《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为了创造未来的创新之桥》，提出“科学、技术与创新”是日本迈向未来的“救命稻草”与“生命线” [7]。

2011年日本基础研究投入182亿美元，占R&D投入的12.3[3]。近年来，日本政府逐步改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呈现出重视竞争，向优秀牵头研究人员倾斜等趋势。一方面实行削减运营费的方针，不断减少运营费拨款；另一方面，完善竞争性资金的使用机制，提高其在科研经费中的比重，从而促进经费分配模式积极地向竞争方向转变。同时，日本的科研经费开始向“首席研究员”倾斜。2009年补充财政预算中提出建立“加强支持世界水平研究项目”，该项目五年预算总额为2700亿日元，资助由“首席研究员”牵头的高水平项目，将大部分资金集中于少数的“首席研究员”身上，提高资费使用效率。

2.3 科技发展优先领域：根据需求调整

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四期“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稳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并根据需求不断调整优先发展领域，逐步实现科学与技术并重的战略转移。

1996年制定的第一期“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年），投入17.6万亿日元。该计划提出了改革日本科研体制，并逐步提高政府研发投入在GDP占比，直至与美国及主要欧洲国家相当。2001年的第二期“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年），投入研发经费21.1万亿日元，进一步明确了科技体制改革议程，并明确提出继续提高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需要超过美国及其他主要欧洲国家。本期计划确定了生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环境工程和纳米技术/材料4个优先领域，其投入经费占到政府研发总支出的45%；此外又附加了能源、制造技术、社会基础设施和前沿领域（空间和海洋）四个待推进领域。2006年开始的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延续“4+4”优先领域的框架，但侧重有所不同，待推进领域中前沿领域（宇宙和海洋）得到大幅提高，能源领域受到缩减。2011年8月发布的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确定了两大战略支柱，分别是以环境、能源为核心的绿色创新，以及医疗、护理为核心的生命科学创新。借此两大支柱来培养各方面的科技创新人才，营造国际一流的研究环境，从根本上增强日本基础研究的实力[8]。

2.4 人才战略：将人才培养提升为关键政策

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近几年持续关注的战略重点。日本政府指出，要想在全球人才争夺日驱激烈形势下，培养出具能担负起基础科学重任的人才，就必须构筑新的体系，形成能够让青年人才发挥才能的、有发展空间的的创新环境。
日本政府在2010年发表的《强化基础研究的方针与政策》报告提出了针对人才培养的建议，如如加强对青年研究人员的资助；支持“新预备终身制”，在对机构提供支持的同时，稳定支持优秀年轻人的人事和科研费用。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2012年科技预算行动计划与重点政策方案”中，日本总投人2359亿日元，人才培育与基础研究同属四个重点领域。2013年科技预算中，人才培养仍然是发展重点之一。
总体上看，日本力图从一个技术追赶型国家发展为科技创新型国家。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根据科技的发展调控管理机构及重点支持方向，并重视青年人才及卓越人才的培养与支持，逐步实现从“技术立国”到“ 科学与技术并重”的战略转移。

3 德国：重视基础性工作和大科学工程

德国科研实力雄厚， 20世纪30年代以前，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始终保持在获奖者总数的20%左右，40年代至今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始终保持在获奖者总数的10%左右[9]。

3.1 高效协调的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是德国基础研究管理部门，主要制定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该部门负责政府70%的科研经费投入，以项目资助和机构自主的形式支持开展研究。除了政府部门，德国还有两个咨询委员会，科学联席会议和德国科学委员会，为联邦政府提供科技咨询，并协调国家和地方科技的政策和投入[10]。

德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长期保持在20%左右，2012年德国R&D投入为1007亿美元，基础研究投入在200亿美元左右。在德国的管理体系中，一方面，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政府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另一方面，由于有咨询委员会的存在，国家和州政府之间的经费投入分工相对明确，如高校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以州政府为主，联邦政府主要负责修缮购置等工作的支持。
3.2 稳定自主的基础研究机构

德国的基础研究承担单位主要由高等院校、国家科研机构组成。高等院校主要从事与教学相关和为教学服务的基础研究活动，除了所在州政府提供的高校经费外，联邦政府会下拨部分重大科研项目资金。国家科研系统主要由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弗朗霍夫协会和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4大学会组成，由国家经费和州政府共同支持。4大学会中，马普学会和亥姆霍兹联合会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3.3 重点资助大科学的科技政策

德国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主要采取稳定支持、大科学研究的方式。一是通过加强机构式资助进一步加强德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等四大国家科研机构的资助。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多的竞争来提高这些研究组织的研究质量与研究能力，通过合作和联网实现更多的创新。二是是发展大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大力资助利用国家基础研究大型仪器和国际大型装置开展的研究项目。如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南半球天文研究组织、欧洲同步加速器等进行的研究。此外，联邦政府每年提供1.5亿欧元资助高等院校大型仪器的建设，加强各高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总体上看，德国是有着悠久科学传统和广泛技术基础的国家，基础研究管理体系高效协调，具有稳定支持的国立科研机构，保证了基础研究的深入。同时，德国对于大科学关注度比较强，欧洲的许多大科学工程都是以德国为核心完成，大科学工程及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也为德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持续突破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4 俄罗斯：制定创新战略，重振大国雄风

4.1 制定基础研究专项规划

为了重振科技大国雄风，俄罗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基础研究领域，俄罗斯制定了《2008-2012年基础科学研究计划》，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单独的基础科学研究五年计划。该计划确定了2008-2012年基础研究的优先发展方向为纳米技术、核能、光电子、生物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及其他技术，并提出5年内投入2500亿卢布用于该计划。紧接着，俄罗斯又制定了《2013-2020年俄罗斯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计划》、《2013-2020年俄罗斯联邦基础研究计划》等，提出未来7-8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及总被引用数量增长50%等目标[11]。

4.2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俄罗斯国家课题投入经费偏低， 2012年研发经费投入407亿美元，占GDP比重仅1%，而基础研究经费为59亿美元[3]。

从2013年起，政府开始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大幅度增加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专项投入，大幅度提高科研人员工资、津贴和退休金，切实解决住房福利等问题，同时实行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增强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11]。2013年，俄罗斯批准《俄罗斯2020年前科技发展》计划，预期在2020年将科技投入增加至2500亿卢布，比2013年投入提升70%[12]。
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科学目标是重振科技大国雄风，保持优势领域，发展若干科技前沿。单独制定中长期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并提高基础研究的资助强度，建立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经济与法律环境，推进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

5 韩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设亚太地区的科学中心

过去30年，韩国重点发展以短期成果为中心的产业技术，通过实施模仿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近年来，韩国正在努力摆脱原有的模仿型战略，向以基础研究能力为基础的创造型国家战略转变，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5.1 加大基础研究和创新研究的投入

2008年10月，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了“加大对基础和原创研究投入的方案”，提出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从2008年的1.8万亿韩元增加到2012年的4万亿韩元，占政府研发投入的比重将从25.6%提高到35%。此外，对于原创研究的投入比重也将从2008年的10%提高到2012年的15%，以上两项预算总额将达到2012年政府研发投入的50%。该方案还提出充分发挥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基础和原创研究的作用，针对研究人员的专业领域，提供创造原创技术的个人基础研究经费，并根据各机构的特点，改革以课题为中心的管理制度，以创造稳定的研究环境。

5.2 调整基础研究资助模式

2009年1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公布了“2009年度理工类基础研究计划的实施计划”。将原有科技领域的7个计划和原有教育领域的5个计划重组为现有的5个计划，并增设资助期限为5年、每年资助金额为5亿韩元的“基础实验室”计划。在调整基础研究计划结构的同时，该计划还提出增加各类项目的投入力度。例如“特定基础研究计划”的名称变化为“核心研究计划”，其支持力度从每年的1-1.2亿韩元增长到每年的1.5亿韩元；“国家指定研究室计划”的名称变化为“突破式研究计划”，其支持力度从每年2-3亿韩元增长到每年5亿韩元；“振兴创新研究计划”的名称变化为“创新型研究计划”，其支持力度从每年3 -8亿韩元增长到每年的5-8亿韩元。

2009年1月，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基础研究振兴综合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增强未来主导型的基础研究力量，跻身全球七大科技强国”的愿景，以及重点推进的五大政策课题：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建设以研究者为中心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培养及利用创意型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能力、加强基础研究的社会作用和国际作用[13]。

总体上看，韩国逐步重视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性，逐步提高基础研究支持强度；同时调整基础研究支持模式，建设以人才为中心的基础研究支持体系。逐步将跟踪型的科研方式向创新型的方式转变。
6 对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启示
6.1 顶层设计，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世界各发达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都保持了较高的比例，美国、韩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的18%，德国在20%左右，近年来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我国近年来投入一直保持在5%左右，需要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在R&D中的比例，尤其是现阶段需要加强国家财政的投入比例，加大稳定支持的力度。
另外，国外对于基础研究投入的渠道多元化，如美国企业持续增加基础研究的支持，2013年上升到26%的新高；大学、非盈利机构等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基本在20%左右。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非盈利机构以及民间资本的投入尚需要提升加强。
6.2 建立高层次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管理体系运行高效，如德国的基础研究的运行和管理体系包含了政府机构、咨询委员会以及承担任务的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但彼此之间分工明确、各有侧重，是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
我国涉及基础研究的管理部门有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5年总资助经费已经超过180亿元，原科技部973计划主要聚焦国家需求的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部门也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新一轮的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力图将各科技计划进行统一，目前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研发计划中的基础研究部分，但这种方式依旧没有形成统一的基础研究管理体系，各部门之间的基础研究方向依旧衔接不够。需要从国家层次建立高层次的基础研究管理委员会，从顶层开展设计和研究的统筹。
6.3 重点聚焦，发展特色研究领域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基础研究面上支持的同时，注重发展自身优势学科领域，力图集成基础研究成果，推动经济发展。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提出“星球大战”计划、 “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等。最近几年，美国政府意识到生命科学发展的巨大潜力，先后出台“脑科学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国家科学计划，力图在“点”上占领或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我国当前在纳米科学、量子通讯、脑科学、生物种业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但部分领域缺乏跨部门的国家科技计划的协作，迫切需要再进行重点聚焦，以国家重大专项或科技计划形式统筹各方面资源，集成研究成果推动科技或产业发展。
6.4 稳定支持，针对国家目标开展研究
部分发达国家都采取稳定性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在针对国家意志的研究方向，更多的采用稳定支持模式。如美国稳定支持的国家实验室针对国家目标开展研究，体现国家意志；德国的国家实验室则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进行稳定资助。
我国目前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渠道不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针对重点基地的支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等主要针对行业的优秀团队开展支持，尚缺乏跨行业、跨领域的稳定支持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国家实验室等模式的大科学研究的稳定支持方式。
6.5 以人为本，培养卓越人才
世界各国都将人才作为基础研究发展的核心，日本将人才培养提升为基础研究的关键政策，重视青年人才及卓越人才的培养与支持，对于卓越人才采取“首席研究员”制度，强调“最高优先度”将向“首席研究员”倾斜，将大部分资金集中于少数的“首席研究员”身上，提高资费使用效率。
我国目前已经构建了基础研究的良好梯队，对于人才也有了诸如“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等各种认定，但能得到世界科学界人才的卓越人才却屈指可数。应探讨卓越人才的培养机制，加大对于突出人才的稳定资助力度，减少在竞争性项目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同时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针对青年人才专门设立人才基金，给予青年人研究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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